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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的污名化及其伦理困境:
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

王　 丽　 李　 理

摘　 要:移动直播行业在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其上,网络

信息野蛮生长,资本逐利跑马圈地,使得网络主播被污名化。 污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

社会现象,而是像多数社会学研究概念一样具有历史性。 基于戈夫曼开创性提出的污名概

念,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展示网络主播与直播内容是如何促

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从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关于网络主播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

产生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 通过粗鄙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和暧昧挑逗调情的打赏行

为两种污名化新媒体使用依赖,揭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是如何影响羞耻感的消失。 同时以

“正能量版块”反污名宣传和移动直播行业的自律公约,显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

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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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人都想成为网红”的时代,“直播造人”等涉黄事件,成都 95 后女主播“雪梨枪”不雅视频

而被判刑,斗鱼一姐冯提莫陷会计门,陈一发调侃南京大屠杀遭全网禁封,一夜爆红的嘟嘟姐和没开

美颜的温婉等网络主播事件频发,直播平台为网络主播群体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入口和速成网红的

机会。 起步于秀场的网络直播,大多数靠的是主播颜值支撑,比如早年熟知的以 YY、六间房、9158
为代表的 PC 秀场直播模式。 随后两年,网络直播市场进入新一轮的发展期,尤其是电竞游戏直播的

出现,在大量游戏玩家的推动之下,网络游戏主播“一夜爆红”。 2016 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

年”,网络直播方兴未艾。 截至 2018 年 3 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4． 68 亿,占网民总体的 60． 7% 。
网络直播平台超过 500 家,产业规模超 400 亿元。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被业内称为“最严网络直播新规”,规定中对直播平台、主播、观看者的行

为都有具体的要求。 笔者以开展“易直播 APP 平台内容制作”横向项目研究为契机,在 2016 年 9 月

和 2017 年 3 月对花椒、易直播平台的网络主播群体进行过短期调查。 2018 年 3 月斗鱼宣布完成 E
轮融资,腾讯独家投资 40 亿,公司估值在 250 亿—300 亿元之间。 随后笔者又对斗鱼直播平台扶持

的 20 位网络主播进行焦点小组访谈。 通过长期注册关注映客、斗鱼、花椒、虎牙等头部直播平台,以
及网络主播的抖音短视频专区、微博等自媒体矩阵的沉浸式“潜水”田野调查,笔者试图对网络主播

的污名化机制做出系统阐释,尤其是在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的媒介研究视角下揭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

权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研究问题及其由来

(一)对经验材料的反思

斗鱼平台主播行为、着装规范:
a. 女主播服装不能过透过露,不能只穿比基尼及类似内衣的服装或不穿内衣,不能露出内衣或

内裤(安全裤),违规扣 1 分;
b. 女主播背部的裸露部位不能超过上半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即腰节线以上,违规扣 1 分;
c. 女主播下装腰部必须穿到骨盆以上,低腰下装不得低于脐下 2cm 即不得露出胯骨及骨盆位

置,短裙或短裤下摆不得高于臀下线,违规扣 1 分;男主播不得仅着下装或穿着内裤、紧身裤的服装

直播,且裤腰不得低于胯骨,违规扣 1 分;
d. 女主播胸部的裸露面积不能超过的胸部三分之一,上装最低不得超过胸部三分之一的位置,

违规扣 1 分;
e. 主播拍摄角度不得由上至下拍摄胸部等敏感部位,由下至上拍摄腿部、臀部等敏感部位,违规

扣 1 分;
f. 主播不得长时间聚焦腿部、脚部等敏感部位,违规扣 1 分。
斗鱼平台对女主播行为、着装规范显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认为是不洁的、是过于性感的,与男

性性感的身体活动相比,女性的身体常常受到双重标准的规约[1] 。 对女性来说,性行为仍然是一种

极其有效的污名来源。 直播尤其是网络女主播被污名化,性侮辱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表述方式,“弄得

直播行业就像是做夜总会的一样,很多主播在歧视下抬不起头来。” [2]笔者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

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试图展示网络主播(主要是女性)与直播内容(跳舞、游戏、音乐、美妆等娱

乐话题为主)的关系是如何促使那些与直播内容载体无关的“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性侮辱的。 笔者的

田野研究分析显示,局外人使用了两种污名的烙印方式,局外人运用这两种媒介使用方式污名化网

络主播对直播内容的反应能力;而网络主播们认为,这两种方式都基于这样一种误解,即女主播对女

性的性取向缺乏适当的羞耻感,并造成了网络主播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根据 2018 年 1 月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总规

模达到 7． 72 亿,年龄结构上仍以 10—39 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 73% ;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

占比最高达 30% ,10—19 岁群体占比为 19． 6% 。 这与直播平台观看者的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城乡

差异、性别比例高度重合,移动直播平台受众群体以 16—30 岁高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男性为主,隐
含着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主播与观看者如何相互作用对媒介素养和受众接受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二)对“污名”的文献反思

古希腊人擅长使用视觉教具,发明“污名”( stigma)一词指代身体记号。 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

地位的不光彩和不寻常,向人公开通告携带者是奴隶、叛徒或罪犯,在公共场合此人有污点,仪式上

受到玷污应避免与之接触。 中国古代五刑制度中也有相同的做法,虽然描述词语不同,但是同样起

到了污名化的效果。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污名化现象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把污名定性为

“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将污名描述为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将某类

源于身体、性格或者群体不受欢迎或不名誉的属性污名化,使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身份受到损

伤,并由此造成精神困扰和生活困境,导致了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遇。[3]

戈夫曼将污名视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情感结果:只有所有人都对某种类型的成员有所期待,希望

不但应当支持一种特定规范,而且能够履行规范的情况下,污名问题才会出现。 污名是社会控制的

一种关键机制,管理紧张关系和管理信息以避免、最小化或消除与他们的受损身份相关的污名。 羞

耻感是一种规范性的情绪,因为它表明人们对自己的越轨行为有一种“适当”的感觉[4] 。 羞耻感作为

一种情感状态,却不同于通过道德绑架在另一个人身上引发羞愧的内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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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他人是企图“人际情感管理” [5] :想要他人内化为道德上的自卑感和情感上的羞耻感。 蒙受污名者

则可能会屈服于这些羞辱放弃去污名化的努力,或者采用大量的信息控制策略来抵制这种羞辱,这
使得羞辱过程成为人际互动交往的污名管理和身份协商。 尽管羞耻感和羞辱感都是污名管理过程

的核心特征,但它们在污名理论中仍然被忽视,尤其是女性被污名化的情况,承担着长期强大的文化

耻辱和性行为侮辱,这似乎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由于性行为在如何定义女性和判断她们行为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社会学家已经研究了诸多性

污名给女性带来复杂身份问题的行为方式。 例如,威尔金斯探讨了年轻的基督教女性如何接受禁欲

主义来管理她们入教前的性“罪恶”,并基于女性的性纯洁建立起道德身份[6] 。 而纳克则调查了患有

性传播疾病的女性如何将自己定义为“受损”的浪漫伴侣[7] 。 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性堕落和性骚

扰———男性顾客通常会将目标对准女性的头发,包括脱衣舞女[8]和肚皮舞女[9] 以及传统圈子的舞蹈

演员[10] 。 即使是性暴力的幸存者也在努力减轻对他们身份认同的影响,这一任务因刑事司法系统

的偏见和性别的文化观念而受阻,这些观念将受害者描述为“要求” [11] 。 在笔者的研究中,网络主播

们讨论了如何处理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性污名,女主播们认为这是试图污名他们的性行为和性经历。
以女性的性侵犯为耻被通俗地称为“荡妇羞辱”,这种行为源于女性和男性的性代理和性体验双

重标准[12] 。 阿姆斯特朗等详细研究了荡妇羞辱行为,重点关注了美国一所大学的中上阶层女性如

何用“荡妇羞辱课程”来给自己的性行为贴上“优雅”的标签,而把工薪阶层女性的性行为贴上“垃
圾”的标签。 同样,英国的十几岁的女孩发色情短信给男孩的故事是如何被羞辱的,而男孩却没

有[13] 。 就像对性侵犯受害者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女性的性行为充满羞耻的观点[14] :荡妇羞辱的概念

通常用于青少年和大学年龄段的年轻女性,他们会因为有过性经历和欲望而感到羞耻,即使这些遭

遇是违法的,或者对乱交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当笔者探究荡妇羞辱是如何应用于网络主播的时

候,认为这对所研究的网络主播群体污名化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背负的污名正是源于他们直播内

容中由观看者点播的舞蹈(摇摆、挑逗)、音乐(靡靡之音)、游戏(竞技类、角色扮演)、衣着(暴露、蕾
丝、短裙)、妆容(浓妆、美瞳、整容)甚至是动作(撩头发、抚摸)、语言(荤段子、性暗示)等迎合点击

率和关注度的越轨性代理。 很明显,它塑造了媒介回应这种污名的一种方式。
目前为数不多的针对荡妇羞辱的研究,强调女性如何试图管理这个标签[15] ,以及污名应用和污

名管理是如何协同工作的[16] 。 然而,没有研究把这种污名化过程的两种因素作为截然不同但相互

作用的动力因素。 换言之,如果女性的性行为不论什么情况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羞辱[12] ,如果女性

处理性侮辱(或者带有原罪的性耻辱)的方式不同[1] ,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污名应用和污名管理可能与

具体情境相关:污名化如何成功管理可能取决于它如何应用。 本研究揭示了网络主播如何处理“抹
黑”的能力,是由局外人在特定的移动互联应用的媒介互动过程中对他们的偏见所塑造的,从媒介角

度切入加深了我们对“污名化”和“情感羞辱”过程的理解。
因此结合经验材料,从具体案例(斗鱼一姐冯提莫会计门事件、陈一发全网禁封事件)出发,本研

究的逻辑起点从以下无法忽略的事实出发:传统的污名现象中,社会优势群体通常是污名化现象的

制造者,社会弱势群体则是污名化的蒙受者,藉此表达对某些特定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歧视。
然而虚拟网络社会完全颠覆了传统污名现象中的权力结构,原本被固化的污名关系得以重新建构,
污名反映出两者间单向度“贴标签式命名”的权力关系。 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一个具体的网络

直播场景中的污名行为是如何发生的? 网络主播的污名化是如何经由移动互联应用技术对传统伦

理秩序进行渗透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主要关乎文本的分析,而网络主播污名化诠释以及讨论则

构成了检视下的文本。 将网络主播界定为“网络中的田野”,编织和讲述网络主播污名化的历史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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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选择。 三年以来笔者参与了斗鱼《正能量》版块每月策划咨询会议,培训了近百名政府企事业

单位政务直播主播的,浏览了 5 个网络直播平台每日 3 小时的直播,参与了 4 个全国性和地区性的

网络直播平台行业会议,如 2016 花椒直播颁奖盛典以及跟随 8 位知名网络主播全程直播 400 个小

时的武汉马拉松赛事。 笔者加入了多个网络主播微信群,浏览了数百个网络主播的微博账号,跟踪

了斗鱼直播的“女流”(高学历女主播)、花椒直播的“安徽小姚” (电视台主持人)等多名知名网络主

播。 也参与到网络直播文化中,尝试与易直播平台合作自己做直播,并与网易一直播合作策划“校花

带你逛校园”“校花大战代码狗”等校花主播系列。 笔者在详细的现场体验中记录了参与式观察结

果,并将观点支持的在线内容复制为文本,最终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现场记录数据。 通过这个“完整的

成员角色”,笔者对网络主播的亚文化有了“亲密的了解” [17] 。
除了收集观察性数据,笔者还对斗鱼直播平台扶持的 20 位网络主播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主要

围绕网络主播的身份认同、职业轨迹和职业体验展开。 笔者参与了每次访谈,访谈样本来自斗鱼直

播平台不同的标签领域(网游竞技、娱乐天地的颜值、二次元、脱口秀、原创 IP 组成),虽然以视频为

主的年轻女性(18—24 岁)占据了网络主播的绝大部分,但笔者仍然采访了三位男性主播、两位音频

网络主播和两位具有女同性恋身份的女主播,以探讨这些其他类型可能影响到网络主播的污名化经

历。 同时还采访了其他三位行业专业人士(其中两人是男性),如直播平台内容总编辑、经纪公司代

理人和活动策划,以了解他们对网络主播污名化的看法。 所有的访谈都被记录和转录。
当分析数据时,笔者开始围绕“敏感概念”所形成范畴,比如这种类型的性污名,记录下新出现的

范畴,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来解释它们,并在随后的访谈和观察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新数据支持我们的分析;在另一些直播平台则并不支持这些分析,迫使重新制定概念框架。 这种归

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转换过程使得数据收集和分析具有互动性和辩证性,这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

扎根理论模型是一致的。 笔者持续编码和构建,直到达到“理论饱和” [18] 。

四、污名:一个理论的阐释手段

网络直播是一个完全显而易见的媒介形态,移动互联技术无疑可以揭露伦理秩序过往研究所假

定的文化进程与机制。 基于上述研究核心问题的思考,可以统一到一个理论的表达———“污名”。 最

为直接的启发来自戈夫曼将污名视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情感结果:陈述蒙受污名者处境的核心特征,
是一个通常叫作“接受”的问题,虽然这样说有点模糊。 那些与他交往的人没能给他尊重和关心,而
这是他社会身份中未被玷污的部分使他们本该给予、也使他们期望得到的;由于发现自身的某些特

征让人有理由这样做(污名),他附和了这种拒绝[19] 。 笔者的焦点小组访谈和田野式网络民族志参

与观察数据包含了众多网络主播与局外人互动的案例。
(一)粗鄙的冷嘲热讽弹幕行为构成“污名信息”
直观的数据显示,观众是最好的解说。 弹幕可以给观众一种“实时互动”的错觉,虽然不同弹幕

的发送时间有所区别,但是弹幕只会在直播视频中特定的某一个时间点出现,因此在相同时刻发送

的弹幕基本上也具有相同的话题,在参与评论时就会有与其他观众同时评论的错觉。 主播甚至不用

单独和观众做交流,观众和观众之间就产生交流,观众成为 UGC 的核心群体。 根据主播人气的流

量,进入主播直播房间的观看者的人数有很大的差别,造成弹幕条数从实时的零星几条到数千条不

等。 尤其是直播刚开始进入直播房间人数较少时,主播会逐条念出单条弹幕评论,很多人不敢想象

在直播里发表一句弹幕,能被偶像主播读出来或者直接与主播互动一下;而大量吐槽评论从屏幕飘

过时效果看上去像是飞行射击游戏里的弹幕。 弹幕是网络直播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也是直播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斗鱼直播的总编辑在访谈中详细介绍了斗鱼与其他直播平台最具有区别的弹幕功能:

由于斗鱼曾经与中国非常有名的弹幕视频网站 Acfun 共用一套团队,所以斗鱼其实对弹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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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着非常深的理解。 Acfun 的经验让斗鱼开始觉得“95 后”到现在这个年龄段,观众的表现欲

也是非常强的,通过在直播中加入弹幕,既能满足主播的方便也能满足观众的表现欲。 而直播

弹幕和 Acfun 的点播弹幕并不相同,点播弹幕无法实现用户之间的实时互动,更多只能针对过去

的弹幕回复。 而斗鱼的弹幕是即时互动的,能让玩家在看视频的同时,去看玩家创造的内容。
斗鱼弹幕排行榜按照每 1 分钟 / 5 分钟 / 1 小时进行弹幕排序以激励主播的直播业绩。
弹幕中的污名信息似乎是为了提醒网络主播感到更多的羞耻,嘲笑主播的主要内容是以性羞辱

而衍生的相关信息。 网络主播们在与外界互动中感受到了冷嘲热讽的信息,不管外界骂人和羞辱是

有意还是无意,只要直播过程中谈话内容转移话题的时候,主播都面临着各式性羞辱的信息。
为了缓解直播房间的冷场,网络主播通常会跟观看者玩简单的娱乐游戏。 在成语接龙游戏

中,标签为“气质女神”“签约模特”网络主播妍冷在跟“小飞龙”“冷面书生”三人成语接龙中,观

看者会以带有性侮辱的成语开始(红杏出墙、波涛汹涌……),或者在接龙过程中故意选择性暗

示的成语(千沟万壑、一江春水……)。 在几个回合之后,网络主播妍冷“突然”意识到“这不公

平。 因为你们可以用百度呀,而我只能挖空心思想呀”,两个观众立马回应“不愧是胸大无脑,现

在才明白”。
例如斗鱼一姐在成都古城做“唱歌唱到天黑”的近 3 个小时的直播,她一首歌接一首歌唱,唱歌

过程会得到各种赞赏评论。 一旦间歇就会转向“这么晚了不担心被劫色吗” “刘海掀起来更撩人”等
一些令人羞愧的信息,反而掩盖了她做直播话题的关注度。 但笔者访谈过的大多数网络主播对他们

直播内容并不感到羞耻。 面对性羞辱的信息时,通常他们的反应是“视而不见”。 他们认为性羞辱信

息抹杀了几个小时连续直播的工作热情和情绪状态。 馒头是一位有两年直播经验的正能量主播(粉
丝数有近两万)她告诉笔者,克服与直播有关羞耻感是需要时间的,“几乎是杀死了内心的自我意

识”“我终于有了那一刻的想法,‘我所做的一切并不可耻,事实上,我应该感到无比自豪’”。 许多主

播认为,他们得到了直播圈子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些人教会了他们如何去反驳那些对他们

不公平的冷嘲热讽。
除了默认的嘲笑之外,局外人似乎还迷恋网络主播们以更个人化或暴露隐私的方式来描述性。

比如直接问女主播你的 cup 多少,女主播反问什么是 cup,屏上弹幕显示:“连 cup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 Low 婊,鉴定完毕。”例如王思聪“检查”网红上半身这类新闻报道,评论更倾向于以荡妇羞辱的

方式诋毁网红:“该女子没有底线自愿被摸也是有迹可循”,甚至被王思聪摸过之后一夜爆红导致她

的微博和直播房间人气大增。 这类对主播性生活和私生活的窥探是永恒的。 在与不同的观看者讨

论本研究时,笔者发现某些局外人都一致相信网络主播会经常遇到这类问题,并且非常理解这些诸

如性挑逗性之类的话题为什么往往是第一个被提及话题的原因。 他们的访谈(见下文楷体文字)揭
示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网络主播是具有丰富性经验和给人以性幻想的;并且网络主播是以展示他们

隐私的性经历和性幻想来获得更多的关注的。
首先,“女主播”这个词代表的不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播音主持女性,而是一些与其说是美

丽不如说是艳俗的女子,其中有的干脆就是低俗,给公众的基本上印象就是蛇精脸、假胸部、露

内衣……其次,这路人似乎文化素质不高,经常嗲声嗲气说话,但直播的时候会突然骂句脏话,
还有人说什么真性情……第三,有一部分所谓“女主播”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甚至某种程度上被

认为和妓女有意思上的重叠……于是我脑补了一下这个场景:10 年前一个人介绍某女士是女主

播,大家表情这样;现在一个人介绍某女士是女主播,大家表情那样。
而和笔者访谈过的主播具有同理心,他们把局外人对他们职业的性羞辱信息理解为处理人际情

感的宣泄方式———观看者试图让主播们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认为在直播过程中网络主播包含着明

显性暗示的内容。 访谈中网络主播曾经多次碰到刚刚进入房间的观看者强行打断正在进行的话题,
仅仅是因为“心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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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是职院的学生,刚刚入行 3 个月,她每天直播的时间长达 6 个小时。 但粉丝并不买她的

账,她在努力琢磨观众的口味,迎合宅男的想法。 “一本正经的主播没人看,主播都要带点

‘污’。”包包说。 为了更好地吸引粉丝,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很多污段子,觉得有意思的专

门记在手机上。 她说,“污段子不仅要融会,更要贯通。 ‘污’在冷场的时候是救场良药,偶尔来

一个,不仅热了场,还会刺激粉丝给你送礼物。”不仅如此,包包还苦练 LOL 技术,希望在直播的

时候能用技术来征服粉丝。
兔兔已经入行半年多,她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真爱粉。 她走的是性感路线,为了让自己在

镜头前魅力满分,她特地去学了好多韩舞,跳给粉丝们看。 “现在直播平台严禁黄赌毒,所以我

的衣服不能太暴露,一般都是露出腰和锁骨。”由于兔兔比较性感,直播时经常有喷子发出下流

的语句。 “刚开始有点接受不了,现在已经把这些话当成一种肯定和赞美了。 没有他们这样喷,
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大部分女主播都是在喷子的口水里慢慢成长起来的。 “也有被骂哭的

时候,自己要有强大的内心。”
网络主播选择抗争污名的管理技巧指向围绕性羞辱的认识误区和刻板印象。 采用以污名

的对立面———自豪[20]是一种消除性羞辱的话语方式。 尤其是当网络主播意识到性羞辱不成比

例地针对女性主播,认识到局外人试图在主播有限的直播时间内表现出明显性别歧视成分,这
种性侮辱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价值观,这极大地增强了网络主播正大光明地反驳和质疑诋毁

信息和性羞辱的能力,有助于主播抵御围绕女性性取向的文化羞辱。 例如注册地址写着北京朝

阳区的嘟嘟姐,快手 5 天直播 3 天就涨粉千万。 在网红美得雷同的时代,丑得惊奇加上真实、乐
观、没有负能量的标签成为嘟嘟姐横扫各大网红的砝码。 随后嘟嘟姐被直播平台用户投诉而被

封号,投诉的原因是“女性外貌影响观感”。 在被封号之前她明确表示了是如何处理来自外界的

性羞辱信息的:
本人素颜,没整过容,天生丽质。 单身,带一个小孩,实实在在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我

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喜勿喷,请嘴下留情。 “素颜”“没整过容”“单身”“爱笑”这都是嘟嘟

姐自带的标签,每条视频下“嘟姐真漂亮”“嫁给我吧”等调侃性言论,让嘟嘟姐几乎每条视

频都收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播放量、上万条评论数和几十万的点赞数。
网络主播也有部分受污群体对虚拟社会公众污名持拒绝接受的态度,会天然地质疑“网络主播”

职业标签的原罪,认为制造污名的素材偏离客观事实,污名源自个体行为而非群体共有,把虚拟社会

公众污名视为是网络空间无序混乱的现实表征。 他们具有强烈的外群体意识,强调高学历、气质型、
本性淑良、靠本领吃饭,会因为部分女性网络主播公开或妖娆或妩媚或挑逗的直播内容而羞辱她们,
甚至女性给女性贴上“荡妇”的标签。 例如访谈中对主播的风格归属的表述中,多数女性主播会强调

“我们和外面那些‘妖艳贱货’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主播界一股清流” “网络直播的乌烟瘴气是一颗老

鼠屎坏了一锅粥”。
在斗鱼直播上 17 岁主播温婉对于之前被黑的事件如在酒吧被人摸大腿、穿肚兜和露背小

视频,傍富二代,辍学、堕胎、偷东西,年龄、整容等都一一回应,均表示否认,并让网友为自己的

言论负责。 随之黑料来袭,温婉被“迅速下架”。
网络主播的“网红脸”:美瞳、大眼、锥子脸、一字眉,韩国团购整形脸是标配。 在直播平台

上,总少不了弹幕起哄“是不是整容了” “在哪儿整的”。 主播的回应通常很淡定,“我只做了双

眼皮,其他都没动”。
污名正式的社会控制来自行政力量的苛刻监管和直播平台的自我纠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为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直播服务。 提出了“双资质”要求,即: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在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时,都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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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相应管理人员。 但是弹幕在直播过程中内容涉及粗鄙

语言是一种常态,监管非易事。 网络造词无统一网络粗鄙语言官方界定标准,辨认较为困难,弹幕文

字由观看者本身的隐匿性和随机性所发,刷屏快甚至以语音呈现,低俗用语并与性羞辱相关,导致网

络直播弹幕及时监管困难。 目前承担主体责任的直播后台主要采用系统识别技术,人工审核只能对

评论文本(弹幕文字)监控。 网络视频直播系统可在后台进行系统识别和设置,对敏感词汇进行编

辑,敏感评论或弹幕无法发出,或以“∗∗∗”显示;拥有自动鉴黄功能(图片、文本、视频),后台可一

键禁播,自动维护网络直播环境。 人工审检评论的粗鄙化指向,甚至精细化为对网络主播群体被污

名的态度和体验指标系数的监测。 建立网络文明用语倡导员实时关注网友对于网络低俗不良用语

的具体内容,特别是了解简写、拼音等不良用语的表达方式,随时反馈给网络直播平台技术处理部门

进行字幕监管技术拦截,对于一天内多次使用网络低俗用语的网络直播用户发送提醒警告,屡教不

改者锁定 IP 取消当天观看直播资格。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领域,其取得增长的最大动力都源自低俗和情色内容,都面临着被严格管制

的政策风险。 国家网信办采取平台约谈、应用下架等网络净化行动,加强了直播平台对内容红线和

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清醒认识。 斗鱼内容总编辑在访谈中多次谈到“涉嫌违规主播绝不姑息迁

就,坚决全网禁封”“在内容安全面前没人关心你的商业价值”。 直播平台更是试图以修复“受损的

身份”的自我纠偏提高网络主播群体的社会声誉和文化期待。 例如在多次网络净化行动中,斗鱼 TV
要求全网主播加入《网络直播自律公约》,公约内容事实上是斗鱼 TV 主播守则。 违反的主播除了关

闭直播间外,斗鱼还将保留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以网络直播贴“正能量”标签的反污名化运

动,建立“正能量版块主播群体”,改变现实社会原有的话语权力分配格局,从而提升所属群体的道德

合法性和观点合法性。
斗鱼直播作为全国网络直播的引领者,一直致力于弘扬社会正气,引领互联网朝着正能量

方向不断发展。 哪里有重大舆情需要澄清,哪里有谣言需要粉碎,哪里有新政策需要解读,斗鱼

正能量就随时到位,开创“直播+政务”“直播+公益” “直播+农业”等多种网络直播模式,不断丰

富网络文化服务供给,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17 年“超级黄金周”斗鱼直播与湖

北省文明办倡导的“带着文明去旅行”系列正能量直播活动,在近 30 万弹幕中全是响应“带着文

明去神龙架”“带着文明去恩施”等刷屏文字,营造庆祝节日的良好氛围。
(二)暧昧的挑逗调情打赏行为造成污名合理化

造成污名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局外人暧昧的挑逗调情打赏行为来合理化网络主播性污名。 与

粗鄙的冷嘲热讽弹幕行为不同的是,暧昧的挑逗调情打赏行为则相信主播们默认接受了“坏女孩”这
种受损身份,因此打赏者理所应当的认为主播应该会迎合他们,因为他们付钱了。 直播打赏是直白

地进一步消除网络主播的羞耻感,以“等价交换”的方式邀请网络主播扮演某种角色,“批准”他们假

定愿意与打赏者分享他们的性生活和性幻想,局外人似乎想通过让网络主播渲染隐晦的挑逗性暗示

来获得控制的乐趣。 他们要求主播们尊重和回应打赏者的个性化要求,比如口头感谢、比心、胸口画

ID、甚至是满足打赏者各种观赏要求。 每个直播平台都有自己专利产品的打赏“礼物”形式,通常这

些打赏形式也作为直播平台相区别的特征属性。 在男性观看者看来,直播打赏换取的是一点点存在

感,网络主播的直播内容天然的以展示女性优势为主,等同于默认了不违反泄露隐私准则,并“在公

开的场合公然这么展现”。
在直播里只需要送出几个火箭卫星空间站,就可以让美女主播俯首帖耳,嘟起嘴对着摄像

头飞吻用手比心。 “谁礼物刷得多,他们就会在脸上写上谁的 ID,这叫作和美女主播‘合影’,为

了合影真爱粉们就会疯狂刷礼物给她。”
一进主播泡芙的直播间,华璋先生就急不可耐敲下一行字:“我要听我的世界。 切歌!”泡芙

不为所动。 直播间的其他人也在看着她。 她或许已经察觉,但并不显露出来,巧妙又不失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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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打赏。 华璋急了,他就想听泡芙唱《我的世界》,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听到。 “你不切,我就

刷火箭。”他一口气送了 5 枚爱心火箭,这是陌陌直播平台最贵的礼物,一枚火箭折合人民币

1888 元。 打赏大哥并不仅发生在陌陌,在熊猫、斗鱼等直播平台,土豪火拼、一掷千金时有发生。
刷礼物,已经成为“江南如春”生活中一笔固定支出。 “陌陌前一姐阿冷的直播间,进去一次可能

花个 5000、10000。 到大主播沈玮琦可能是 3000—5000,其他小主播,一次支持 500—1000。”虚

拟世界里,大哥们依然依靠金钱赢得尊重和仰视。 以钱斗气无处不在。
在以粗鄙的冷嘲热讽弹幕对网络主播进行直接的大肆羞辱之后,又以暧昧的挑逗调情打赏来满

足网络主播的虚荣心,这不仅是因为局外人觉得网络主播有越轨性代理,还因为存在假想的情感偏

差。 如果“污名”的目的是诱发性羞辱,那么隐含的信息是,网络主播违反了“感觉规则” [21] ,丧失了

足够的羞耻感。 匿名评论、他者在场、连麦聊天、语音评论与视频直播信息的不平衡都是移动互联应

用技术对人行为的制约,造成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表现为时间的分离和空间的分离,任何一个进入虚

拟社会的个体都要经过去身份化和身份重构的环节。 例如多数女主播都会将网络虚拟世界和自己

的生活严格地切割开,“在陌生的网友面前更能释放自我” “我并不想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知道我在做

女主播。 他们不会理解我在镜头前的表现,我也不想我认识的人进来看我直播”。 虚拟的社会关系

和人际交往避免遭到现实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和价值评价,是淡化自我贬损意识的主要原因,从而

羞耻阈值降低和道德界限模糊,引发网络主播的自我污名,反而给予自我低评价和自我低效能。
陌陌年度十大主播之一的沈玮琦对主播身份的污名化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主播的自我污名

的物化倾向:“官方提供平台,主播提供商品。 我们每一个主播都是一件商品,有人喜欢漂亮的,
有人喜欢妖娆的,有人喜欢云淡风轻的。 每一个主播都由自己的一套优势。 玩家们选择直播

间,跟皇帝每天晚上选择进哪个寝宫是一样的道理。”
部分经纪公司出于保护主播的角度,也会严禁主播在直播时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一旦发现主

播透露出自己住址、电话等隐私时,就会在弹幕里刷一些暗语提示主播。 受污对象通过注册不同用

户名称,制造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完全脱节的效果,以此来实现身份重构和形象重塑。 他们的网络

行为和现实行为迥异,并且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观点、行为贴近社会大众的评判标准。 这种自我贬损

意识的自我淡化,能够改变受污者对自我刻板印象的认同,减轻自我污名带来的心理压力。 访谈中

即使是做平台“正能量版块”的主播们,问及如何告知家人自己的行业属性时,他们也会以“在传媒

公司工作”或“淘宝开店”,而避开“网络主播”的职业身份,“一些人不理解我的选择,总觉得网络主

播是个不能放上台面的职业”。 甚至在最为尴尬的直播时间是,“家人突然闯入”或“父母知道了在

网络直播开房间”。 在虚拟社会中主动隐匿现实身份并保持社会距离,往往内在反抗心理强烈,外在

反抗行为消极。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与虚拟社会公众污名公开对抗,会招致更加广泛的网络污名动

员,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都将可能伴随着新一轮公众污名出现。
羞恶是对自己或他人不当行为的一种本能的情感反应,羞恶情感产生根源是不当行为本身的一

种类似本能的心灵情感反应。 《孟子·公孙丑上》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皆有羞恶之心,羞恶

之心总是与食物、职务、富贵等益品( goods)的取与相关。 羞耻之心与义的内在关联蕴含有正当、权
利( right)的观念。 扩充羞恶之心于事事物物上,主体养成健全的有关是非善恶的道德区别与道德判

断。 最终大多数女性网络主播无论她们多么努力地与那些污名信息抗争,都屈服于将羞耻之心与打

赏所得之间建立起正当合理的关联,是非善恶标准,亦即义与不义的价值判断和标准,在羞耻之心的

缺乏和扩充之中成为情感投射的过程,一个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愿的过程。 访谈中一名女同性恋

网络主播,对她来说,遭受来自她同性恋身份和性羞辱双重污名。 她很早以前就学会了不理会别人

的羞辱,当请她详细说明是如何忍受这种无情的嘲笑时,她直接提到了她在网络直播中赚到的钱。
这是一种衡量成功的传统标准,可以远远抵消局外人的嘲笑。 他们的直播职业生涯越合法(主要以

直播流量和打赏收入提成来衡量),主播就越有权力去反驳外界强加给他们的污名。 而主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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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也的确取自打赏的“礼物”,礼物价值越高收入分成越高。 打赏者模棱两可的打赏行为

(500 个蓝色妖姬跟我走、爱心火箭一飞冲天等)更类似赤裸裸的性骚扰。 因此打赏行为是一种更为

隐晦的污名形式,这种污名方式相对于直接的羞辱话语更难识别、更容易合理化。
喵喵表示这 30 多万元并非自己一个人所得,粉丝送的礼物价值,直播平台抽走 50% ,公会

(指主播所在的经纪公司)要分掉 10% ,剩下的钱是自己的。 从业 2 年的喵喵透露她第一年的年

收入在 100 万左右,第二年在 120 万左右,在主播圈里只能算中等。 “生日、首秀、周年庆什么

的,是大主播们敛财的好时机,粉丝一晚上送的礼物就能过百万元。”目前喵喵已经渐渐从女主

播转型成经纪人,她签下的女主播曾经 8 个月就能用赚的钱买一辆路虎。
此外,全民造星、创造 101 等一系列打造网红经纪产业的崛起,直播一姐争夺资源大战、主播嘉

年华等一系列与商业资本息息相关的运作,这使得网络主播可以通过直播打赏的“一夜暴富”消除对

他们受损身份所强加的羞辱,通过巨大的资本运作表现出对抗羞辱的自豪感和合理性。 根据自媒体

“今日网红”发布的《2018 直播行业半年报》,2018 年上半年,6 家直播平台的 1 万名头部主播收割了

超过 32 亿的财富,占所有主播收入的 68% 。 而这个人数仅占所有主播数量的 0． 7% 。 网络主播的

职业地位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控制程度。 那些以直播为谋生手段的全职主播,尤其是头部主播,可
以签约公会、经纪公司,与直播平台“对赌”获得稳定的收入提成。 每次平台头部主播的“转会”,都
会给整个直播行业格局造成影响。 例如被誉为“中国 DNF 第一主播”的旭旭宝宝在斗鱼首秀,造成

服务器宕机,并打破了多项纪录,巅峰热度 4300 万。 这些头部主播的身份迅速洗白,社会对其要求

也越来越高,不再只是唱歌跳舞打游戏的“素人主播”,而是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他们

的职业是被赞颂和被羡慕的,而不是被污名和被羞辱的。 然而其名气的快速膨胀并没有使之同时增

强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头部主播触及内容底线造成的直播平台的“大义灭亲”的禁封,反而会引发

更强烈的群体污名化的反扑。

五、结论与反思

网络主播经历了起于秀场,闻名于网红,成于社交,正名于内容,赚钱于打赏和广告,触暗礁于色

情,亡于下一代新技术兴起的发展过程。 他们常常被认为缺乏适当的羞耻感,这种反应都源自网络

主播具有越轨性代理的假设前提。
采用粗鄙的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似乎是在操纵网络主播的情绪,以“荡妇羞辱”的方式迫使他们

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羞耻感。 尽管网络主播们对这些冷嘲热讽做出了各种策略式的职业回应,所
属的平台也公开反对围绕女性性行为错位的文化侮辱。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从网络主播和

受众互动关系的媒介角度阐明了污名动机,嘲笑和暧昧都是污名的形式,并且以媒介使用行为方式

扩展了“羞耻感是如何消失的”,强调了社会情感维度以及蒙受污名的主播如何在“看与被看”的观

摩审视下选择反应策略。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打赏与主播的收入直接相关,暧昧的挑逗与调情的打赏行为才是一种更为

隐蔽的性羞辱,与弹幕相比,打赏更难于管理。 移动互联技术变革的网络媒介社会化放大了污名效

果,网络直播、短视频、即时评论、连线喊麦、匿名打赏等迅速更迭的技术性优势成为网络主播污名现

象的制造主体———主体和客体的进一步分离,是非善恶道德标准,义与不义的价值判断标准阈值不

断下降;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逐渐分离,丧失“羞耻感”更为普遍,甚至经常被模糊的“自嘲”行为

所掩盖。
此外,笔者的分析显示,污名作为一种情感过程,强化了对女性网络主播群体的性侮辱,性别因

素是唯一影响主播们对抗荡妇羞辱能力的因素。 男性主播不仅不会因为直播打赏受到负面影响,反
而更容易获得尊敬和崇拜。 和性骚扰一样,局外人都试图悬置这些具有受损身份的女性处于现代文

明社会的地位。 在这场污名的互动中,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建构污名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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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了污名存在的合理性,把反污名的实践引向关注和发展被污名者如何避免、应对被污名化的情

境策略和自我技术,这种以反污名的实践强化了污名作为一种控制机制的作用。 正如周鸿祎试图为

他所投资的花椒直播正名:要洗掉花椒女主播身上的污名化标签的方式是暗示以更加贬低和污名化

其他的直播平台女主播,同时对花椒女主播以警示———“我能洗掉女主播身上的污名化标签,也能随

意给你贴上更加污名化标签”———反而有强化污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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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on Network Anchor and Its Stigmatization:
Field Study Based on Online Ethnography

Wang Li,Li Li(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Due to the incomplete market rules,the mobile live broadcast industry is full of low- quality
and vulgar content,while profit goes first to some stakeholder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the network anchors
have been stigmatized. Stigmatization is not a self-evident social phenomenon,but as historical as most socio-
logical concept. In order to figure out how the stigmatization on network anchors have been occured,who arise
it and what’ s their purpose,based on Goffman’s concept of stigma,we have done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network anchors online for three years. We have analyzed the sardonic discourse of the audiences in the
bullet screen and also their flirting behaviors while sending gifts to the anchors,trying to reveal how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reconstructs their sense of shame. At the same time,by analyzing the anti- stigmatized
measures from the self- discipline principle provided by the“ positive energy unit”,we hope to find out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how stigma is doing as a form of power,and what is the ethical dilemma of self-stigma.

Key Words:network anchor;stigma;eth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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